
方性和局限性，而且也又一次证明当今修辞写作研究必须走出自设的象牙塔，探索未知，超越

自我。
毛履鸣教授主要从事西方修辞史、比较修辞、中国修辞、写作理论等教学与研究。近年来，

为中国古代阴阳修辞的生成力 ( generative power) 所吸引。文章认为，阴阳修辞和中国修辞实

践可以为我们对极性 ( polarity) 、对立 ( opposites) 和二元概念 ( binary concepts) 等重要理念

重新界定所服务，其论文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也可以看成是从事比较修辞研究的一个可行

模式。对立术语 ( terms of opposites) 及其蕴含的分层极性( hierarchical polarity) 和价值判断长

期主宰着我们的思想和实践，面对这样的现状，文章借鉴中国的阴阳修辞对此提出了有力的挑

战，并指出对立术语应被用来传达和促进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的关系，且异中互存关系

( coexist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e) 应该成为研究中国和欧美修辞实践以及运用它们于写

作与修辞教学的普遍认识。
简言之，三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组集体的声音: 反思美国当今修辞写作研究的新动向，

敦促我们挑战写作教学中现有的教学实践、( 西方) 修辞概念和框架，超越西方修辞传统，学习

其他修辞传统并使用来自这些传统的强点和亮点去丰富、提高我们目前关于写作、思考和思维

习惯的修辞理论和教学实践。

发展阴阳修辞: 从和谐互惠到异中互存

毛履鸣

( 犹他大学修辞写作系，美国犹他州)

赵烨冰 译

( 美国迈阿密大学英语系，俄亥俄州)

提 要 通过对阴阳修辞的论述并借鉴中国修辞实践的实例，本文重新界定了对立术语

( terms of opposites) ，并对其蕴含的分层极性( hierarchical polarity) 和价值判断提出了挑战。本文认

为，对立术语应被用来传达和促进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的关系，且异中互存关系( independence-in-

difference) 应该成为研究中国和欧美修辞实践以及运用它们于写作与修辞课堂中的普遍做法。

关键词 极性 对立术语 阴阳修辞 异中互存

近些年，在北美、中国讲授中国和欧美修辞传统的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使用对立术语来

描述这两种传统并将它们置于对比或对立的关系中的例子。这些术语包括但不限于: 直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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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演绎与归纳、逻辑与类比、存在 ( being) 与成为 ( becoming) 、自言与借言。这样的对立

描述本身并非一定有缺陷或存在问题。毕竟，正如比较古典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学家劳埃德

( G． E． Ｒ． Lloyd) 所言: “不管这些术语是否被分为‘正面’和‘负面’两极，对立描述提供了一

个简单的定义基准( framework of reference) ，使各种复杂现象有了被描述或分类的可能性。”
( 1966: 80) 又或者，如写作学学者彼得·埃尔伯( Peter Elbow) 长期主张的，矛盾对立可以作为

富有成效的而不是阻碍性的启发式方法，如果培育得当，他们可以引导我们“建立一个更广泛

的定义参照体系，将旧参照系中的两个被认为是矛盾的元素都包括进去”( 1986: 243 ) 。这两

位学者显然认可了对立描述的有用之处。然而，当写作与修辞的教师在使用这些对立术语时，

若没有事先全面了解它们的实际含义以及它们实际认可的内容，问题就会出现。例如，成见与

二元对立将加剧，而以此为代价的是修辞与文化现象本身的偶然性和复杂性被忽视。同样存

在问题的是这些对立术语被随意地用来解释所谓的中国和欧美修辞手法之间的差异。因为这

些术语本身需要解释，所以简单地援引它们除了将这种功利性的解释转变为一个循环论证的

过程，并不会对不同的修辞实践提供任何有力的新见解。
如果没有批判性地对待这些对立术语，不良后果将产生。比如说，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对

立术语来描绘或解释中国和欧美修辞之间的差异，其分层极性( hierarchical polarity) 将凸显。
我所谓的分层极性即每对对立描述中的第一方比第二方或“次要( lesser) ”方享有更多价值或

特权，且两者的关系总是建立在以一方为主导的普遍理解模式中。当中国的修辞实践或其他

修辞实践在缺乏情境化分析( contextualized analysis) 的条件下被描述为表达或偏好“次要”的

沟通模式———间接的、归纳的、类比的或通过别人的声音说话的———物化( reification) ①或抽象

化( abstraction ) 必 然 会 发 生。不 论 是 物 化 还 是 抽 象 化，最 终 都 将 导 致 简 化、失 实 陈 述

( misrepresentation) 和 /或异域化( exoticism) 。因此，中国修辞很容易成为或被视为欧美修辞的

对立面。与此同时，物化也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与话语现实，从而进一步影响和决定人们随后

与中国和欧美修辞实践的交会，导致更多的刻板印象、更多的虚假陈述或扭曲描述，以及更多

的异域化，后果是物质性和象征性兼有( exoticisms with material and symbolic consequences) 。
鉴于这些使用对立术语而产生的真实和潜在的问题，我建议重新思考和校准对立术语，以

超越此前对其二元化和层级性的理解。为此，我转向中国阴阳修辞。我想借鉴它的动态性来

发展对这些对立术语的新理解，并启发在写作和修辞课堂上教授中国和欧美修辞的方法。

阴阳修辞: 显著的异中互存

广义而言，修辞指的是不同的文化利用各自的语言和其他象征手段进行意义创造活动的

方式。作为人类，我们使用修辞来劝说、谏言，树立关系和建立秩序，并促使旁人采取行动。修

辞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历史性暂时的和不断翻新的。那么什么是阴阳修辞呢? 写作与修辞学的

教师该如何利用它来总体地启迪极性的概念并具体地解读那些特定的对立术语?

阴阳一直被视为中国科学和哲学史上的两大宇宙学概念。公元前四世纪前，阴阳最初指

的是山丘或河岸的背光和向阳两侧( Needham1956: 227-273) 。在公元前三世纪及公元前一世

纪之间，阴阳开始有了更广泛的含义，代表“空间或时间进程中任何配置的配对和互补分工”，

并作为中心范式用来讨论“主动和被动，生长和衰减，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Lloyd ＆
Sivin 2002: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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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森·席文( Nathan Sivin) 的说法，阴阳表达了这样一种中心思想:“一对对立而互补

的存在，向内观察，其现象可逐一被分析，而从外部查看，对两者现象的整体统一认识将形

成。”( 1987: 63) 从这个角度看，阴阳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这种关系也具有

创造力，因为它总是在自己的时空环境中发展和变化。因此，某种情境下的阴可在另一场合中

成为阳，没有任何一方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作为中国相关性宇宙论( correlative cosmology) 的

一部分，阴阳及其不计其数的表征形成了中国古代各种原始科学的概念构架，包括天文学、医
学、音乐、占卜、炼金术和风水学( Ｒaphals 1998: 139) 。更重要的是，在被称为战国的一段关键

时期( 公元前 479 年—公元前 221 年) ，即当中国陷入社会剧变，不同封建势力之间暴力合并，

各种学说激烈争夺霸权地位之时，阴阳开始被用来解释并随后用来塑造社会和文化现实。这

种动荡不定的环境为阴阳成为一种特色修辞提供了肥沃土壤———这种修辞在宇宙统一的力量

之上展现出和谐与互惠，并使当时的统治者找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用来证明其权威性和合法性

的道德和政治依据。它塑造了一种流行新话语，并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其中，个人、国家

和宇宙由统治者用天命( Mandate of Heaven) 来调解和统一。这是一个以相互依存、和谐和完

整性为标志的秩序。
与此同时，古希腊的有关对立的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且常被用来与中国古代

的阴阳思想进行比较。例如，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考证，毕达哥拉斯对立表( Pythagorean Table of
Opposites) 即“sustoichia”中 有 十 对 相 反 的 术 语，每 对 之 间 的 关 系 表 现 出 了 关 联 式 思 维

( correlative thinking) 。例如，在有限( limit) 方面，有奇数、一、右、男性、静止、笔直、光明、好、正
方形。而在无限 ( unlimited) 方面，有偶数、多、左、女性、移动、弯曲、黑暗、坏、长方形。劳埃德

( Lloyd) 认为亚里士多德应该是借鉴了“sustoichia”的基本思想。他写道:“如此，( 亚里士多德)

将右边与男性、正面、上面、热相联系，而相反的，左边与女性、反面、下面、冷相关联，这样的思

想在他的宇宙论中于各种情境下作了解释，还被用于他的胚胎学和物理学中。”( 1996: 114--
115)

然而，对立论在古希腊从来无关道德或政治问题，也从没传达过互惠或和谐的观念。劳埃

德( Lloyd) 还指出，尽管希腊许多的对立术语对造就了希腊的某些最深层的本体论假设和价值

观，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互惠和相互依赖的”( 1996: 121) 。因此，“成为( becoming) 依赖

于存在( being) ，而不是相反。表象( appearance) 取决于现实( reality) ，但反之不亦然”( 1996:

121) 。同样，与阴阳修辞在战国时期的使用和发展情况不同，这些关系从来没有被提升为代

表或促进政治、道德观念，并为城邦提供一种可使用的连贯性和系统化的概念。古希腊整体的

对抗和敌对的环境，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他们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同僚之间的竞争关系使

得任何单一的一致统一的对立理论都不可能出现，更不用说一种统一的修辞有可能借力于政

治权威或使某种议定的政治制度合法化。
此外，阴阳在根本上扎根于具体的经验，它们指的是特定现象的各个方面，而不是“部分

成分，组成力量，或纯粹的抽象”( Sivin 1987: 63) 。阴阳及其衍生的阴阳修辞有一个特点值得

强调，即一旦它们被从特定的使用场合中抽象出来，或者一旦它们成为抽象的对立符号，阴阳

很容易转变成为两个对立成分之间层级性的甚至不可逆转的关系。例如，当女为阴男为阳被

特定的实践社群中抽离出来，他们无非会成为本质化或令人难解的特性。如此，会助长类似于

“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理念，独尊男性，并强化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支配权。与此同时，

若被放在具体的背景下或在相互依存和互惠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女为阴男为阳可被视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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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方面或阶段的体现。或者引用宋代( 962—1279 ) 著名的哲学家和新儒

学思想家朱熹的话: “阴阳合一，气亦然。阳退，阴生其中; 而非阳退，阴分离之而生……。”
( Yin and yang are one and the same qi ［energy］． The retreat of yang is the birth of yin; it is not
that once yang has retreated，a yin separate from it is born) ( Sivin1992: 64) ②

还有一点，当阴阳在其具体处境没有被充分调查的情况下被概括为两极分化的成分或力

量，价值判断通常随之而来，进一步加剧它们之间的极性。也就是说，阴以及与之相关的往往

被刻板地刻画为邪恶的，或者较弱的。而阳及其相关的则通常被认为是更好的、积极的。这些

带有价值判断的关联反过来又加强和促进了现有的权力失衡的社会结构。然而，这样的联想

在中国古代公元前三世纪是找不到的。根据尼达姆( Needham) 的说法，它们在中国阴阳理论

中其实并不存在( 1956: 277) 。
实际上，如果要充分运用阴阳修辞，那么写作与修辞教师就必须考虑或重视空间和时间上

任何过程的潜在和活跃阶段，以及它们的连续变化性或相关性。理解这两个阶段是如何运作

的，对有效地实践阴阳修辞至关重要。例如，太阳的常规和可预测的每日周期可以用光线在中

午达到峰值的阶段和在午夜达到峰值的黑暗阶段来描述。这样做可以让我们看到光与黑暗之

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本质化的极性。同样的道理，在修辞的语境中，直接( direct) 若从直

接—间接( direct-indirect) 的话语关系( discursive relationship) 的角度来看待，可代表这个话语

关系中积极的阶段; 而若间接从直接—间接的话语关系来看待，也可以被视为推动变化的积极

阶段。换句话说，直接其实是直接—成为—间接( direct-becoming-indirect) ，而间接则为间接—
成为—直接，以此类推。从这个角度看，对立术语不再指向毫无关联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元素，

而是作为其自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整体的、不断发展的和相互依赖的话语秩序的一部分。
虽然我想强调阴阳修辞相互作用的核心动力，但并不是在暗指阴阳之间的区分可以或应

该马上被消除，或者说，阴阳可以或应该马上被结合起来达到一个稳定无缝的融合。相互依赖

并不意味着任何一对对立物之间的差异或分裂的结束，认识和接受差异或分裂也一定不会阻

碍相互 依 存 或 相 互 关 联 的 关 系。总 而 言 之，构 成 阴 阳 修 辞 的 基 础 应 该 是 对 立 统 一

( interdependence-in-difference) 的关系，即差异中仍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必须强调的。
发展对立统一关系需要不断培养和探索阴阳或对立术语的平衡点或制衡点。也就是说，

写作修辞学的老师必须学会辨别和培育这样一些空间使得两个对立物“时刻为积极的阳

( active yang) 和感应的阴( responsive yin) 之间产生新关系做准备”( Sivin 1987: 69 ) 。开放这

些空间使它们能够进一步发挥支撑阴阳修辞的生成性( generative) 和变革性( transformative) 特

征。例如，人们在大自然中经常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即感受到时间周期中的两个分点处的瞬间

平衡，白天和黑夜无处不在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在修辞实践领域，人们也可以

在诸如“用 一 个 类 比 来 说 明”或“允 许 我 用 归 纳 推 理 来 说 明 阴 和 阳”这 样 的 元 话 语

( metadiscursive phrases) 中找到平衡点。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开辟了一个空间，其中，逻辑和

类比、演绎和归纳都处于瞬间平衡状态，随后它们之间将启动一组新的关系。值得认真关注的

正是这些元话语时刻( metadiscursive moments) ，也正是因为它们，我们才有了有效参与和体现

对立统一的意义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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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对立术语: 把阴阳修辞运用起来

北美的一些当代修辞学家和信息交流学者最近已将阴阳作为一种修辞形式进行研究。然

而，这些研究似乎通常只将阴阳修辞与道德经中的“道”联系在一起。《道德经》这一哲学著作

通常被认为是传说中的老子( The Old Master) 所写，但它其实最有可能是很多人跨越一段时期

共同编纂而成，并最终于公元前 4 世纪早期或中期( Ames＆ Hall 2003: 2，7) 完成。例如，最近

的一项研究将阴阳称为无法描述的道，将它们形容为代表宇宙的节奏和设计( Combs 2003:

25--26) 。另一项研究将阴阳视为《道德经》中最重要的符号，因为这两个互补的元素反映了道

的许多不同方面( Kowal 1995: 367) 。还有一项研究，为了从修辞的角度研究《道德经》，通过悖

论( paradoxes) 来关注阴阳的动力转换，这些悖论通常包含诸如光明与黑暗、光滑与粗糙、高与

低，以及说话与沉默之间的对立或对比( Xiao 2002: 141--143) 。
这些研究可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它们大部分都集中在或只关系到《道德经》。同时，超

越《道德经》领域的阴阳的修辞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发。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阴阳修辞在

公元前三世纪被发展用来帮助国家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我在此也想探讨阴阳修辞

如何有效地被引用来启发我们在写作和修辞课堂中教授中国和欧美修辞手法的异同。特别

是，阴阳修辞如何带领我们超越以往对立术语所蕴含和推广的层级分化和极化趋向。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倾向必须加以控制。那就是，发展和运用阴阳修辞的目的决不能被看

作是试图使阴阳合理化，或者说是用逻辑和因果论证来验证对立统一关系。本研究也不应该

被视为将阴阳浪漫化，好似阴阳修辞现已成为解决我们所有挑战的终极要义。更直接地说，任

何这样的一种误读都将导致我们把阴阳构建在一个错误的情境中。相反，本研究想要实现的

是将阴阳与它们相应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联合起来，从而带出阴阳内在的人性化的因而也是修

辞化的维度，使我们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中去体验阴阳并与之互动，这其中最突出的情境就是我

们的写作和修辞课堂。
那么，在写作和修辞课堂上将阴阳修辞付诸实践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意味着写作与修辞教师通过相互依存和互联互通的关系将对立术语概念化，包括

直接和间接、演绎和归纳、逻辑和类比、自言和借言。在这种关系中，一个术语必然依赖于另一

个术语，但仍与其他术语保持不同，并且任何一对对立术语中两方的价值都是由它们所连接的

交际语境构成的。因此，如果写作与修辞教师选择将某些中国或任何其他修辞传统形容为以

间接性或类比思维作特征，他们现在可以提醒学生这种刻画实际上是依赖于直接性和逻辑思

维，或以其作为参照点，若没了这些参照点，这些特征将失去其意义或相关性。与此相关的，在

写作与修辞课堂中实践阴阳修辞也意味着教会学生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在一个交际语境中

被认为是间接或类比思维的实例可能在另一个交际语境中会被当成是直接或逻辑思维的例

子，反之亦然。对任何对立术语的理解都必须被定位于特定的背景和特定的使用场合中，而对

对立术语的讨论实则基于对话语定位的背景和功能的考察。
教师可以借助于中国古典修辞实例进行说明。汉代( 公元前 202 年—公元 9 年) 汇编的

《战国策》从早期的资料( 公元前 300 年—公元前 221 年) 中收集近五百件历史轶事，从这些记

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说客为了说服统治者采取某些行动所使用的各种劝说技巧。其中一

个说服技 巧 是“双 重 说 服”( doubled persuasion ) ( Crump 1996: 42 ) 或“矛 盾 两 端 论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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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lemmatic argument) ( Lloyd 1996: 76) 。其中一种形式是，说服者在建议某种行动方案时，分

别从它的积极和消极两方入手，并展示没有采取积极提议的后果( Lloyd 1996: 76) 。这样的技

巧在西方修辞学家看来可能太不直接或者说服力太弱，无法与竞争对手有力争论。但是，如果

将这样的交流形式置于整个阴阳修辞语境中，它可能相较于其他的“较不”直接、“较小”说服

力的交流形式而言已经算是相当直接且有说服力的了。
在《战国策》中，教师还会看到许多类比论证，这种论证方法可以用来阐明相互依赖和相

互联系的关系。当使用这些类比例子时，教师可以首先帮助学生在论证中找出不同类型的类

比物。这些类比物可以是历史先例、实际或报道的事件集合，也可以是民间故事或寓言，有没

有明确的结论都没关系。其次，他们可以专注于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类比是如何起到修辞功能

的。请看下面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

“我听说北方诸侯都害怕昭奚恤，”楚宣王问群臣，“果真是这样吗?”
除江乙之外，群臣无人回答。他说: “老虎寻找各种野兽吞食它们。抓到了一只狐狸，狐

狸对老虎说:‘您不敢吃我，上天派我来做群兽的领袖，您现在如果吃了我，就违背了上天的命

令。您如果不信我的话，我在你前面走，您跟在我的后面，看看群兽见了我，有哪一个敢不逃跑

的?’老虎信以为真，就和狐狸同行，群兽见了它们，都纷纷逃奔。老虎没意识到群兽是害怕自

己才逃奔的，却以为它们是害怕狐狸。”
“现在陛下的国土方圆五千里，大军百万，却由昭奚恤独揽大权。所以，北方诸侯害怕昭

奚恤，其实是害怕陛下的军队，这就象群兽害怕老虎一样啊。”( Zhanguoce 1996: 226--227)

在这个例子中，以老虎和狐狸的民间故事作为类比，这位说客通过重新解释谁是恐惧的真

正对象来提出令人信服的论点。
学生可能会认为这种情况缺乏( 使用) 逻辑。这种看法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会严重妨碍

他们理解欧美修辞传统上被描述为二元对立术语中的第二个或“较弱”方为特征的修辞传统。
其实，只要学生学会超越因果关系视角并关注相似点或差异点之间的相互连系，就能发现这些

类比论证实际上是有逻辑的。毕竟，直接性和间接性、逻辑和类比，或任何其他的对立术语，都

是流动连续体( shifting continuum) 上的话语特征。它们的修辞地位———无论是活跃的还是潜

在的———取决于它们如何在每个交际情境中与其他参与特征聚合在一起，以及它们如何相对

于自己时代的价值精神( ethos) 被整体地感知和实践( Mao 2002: 114-116) 。因此，类比论证所

运用的逻辑不一定要采取因果形式。相反，它可以通过共鸣、失调和其他有赖于情境的话语特

征集合体( discursive alliances) 的形式来实现。
这种定位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两个积极成果。一方面，他们不再需要迷信于直接与间接、

逻辑与类比，或任何其他二元对立概念之间的分层级性。通过阴阳修辞的视角，二元对立概念

现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变动话语连续体上的话语特征，而构成它们修辞价值的不再是对立而

是相互依存，不再是分裂而是共振与失调( resonance and dissonance) ，不再是等级而是流动性

话语特征集合体( shifting alliances) 。
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从现在开始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价值是如何维持和延续二

元论的，并公开和批判性地质疑这些价值观。他们还能认识到，直接性或逻辑思维不过是流动

性话语特征集合所组成的连续体上的一种应时功能( emergent feature) ，又或许只是秩序和变

革动态周期中( dynamic cycle of order and transformation) 的两个阶段之一。当教师和学生在写

作和修辞课堂中使用阴阳修辞时，他们也可以学习制定策略和其他启发式方法( heuristics)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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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或表达周围的情境，并理解这些对立术语的价值既不固定也不可预测，它们其实是连续

体上流动变化的话语特征集合的产物。因此，什么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什么是逻辑的或类比

的，都不应该是抽象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它们相应的交际环境来判断其意义和修辞功效。
其次，如上所述，阴阳既不代表任何两种特质或属性是对立和抽象的，也不表示这些特质

或属性是固定的或难解的。由于阴阳深深植根于特定的使用场合，它们永远不可能彼此分离，

也不能与其相应的交际环境分离。因此，如果教师和学生要使用演绎—归纳的极性特征来描

绘中国和欧美的修辞实践，那么这种刻画必须基于他们所处的每个具体的话语事件环境。他

们还必须明白，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都可以很好地与中国或欧美修辞的任何一方联系起来，尽

管可能有一方在某种特定的交际时刻会比另一方更占优势或更具显性存在 ( importantly
present) 。

他们可以再次援引中国古典实例。《韩非子》中有一篇关于韩非阐述说服困难的著名篇

章。韩非是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法家代表人之一，他一般采用演绎推理，从概述

( 声明断言) 开始，然后再提供原因和论据。在讨论说服术的成功关键点时，韩非先是做了一

个总的阐述“说客须了解说服对象的想法，并且能够投其所好”( 1964: 72) ，然后他继续他的推

论，并用他自己的事实论据来支撑他的言论。然而，在提供自身论据的过程中，韩非多次插入

了归纳推理，因为这些事例中的某些部分引申出了新的观点或声明。因此，韩非不但通过演绎

推理，还通过归纳推理来发展他的论述并对劝说的运作模式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分析。套用斯

坦利·菲什( Stanley Fish) 对哲学和修辞之间的二元关系的描述，这两种推理方式都不可能

“获得完整和持久的优势，因为在任何一方表达胜利的时刻，它都在朝向另一方的方向转化

着”( 1989: 501) 。
同样地，中国修辞实践常被描述为具有通过别人的声音说话并牺牲原创性和权威性的特

点。然而，正如阴阳相互依存且两极之间的交替由社会和文化条件决定的原理一样，借言和自

言从来不可能被完全分隔开，其中任何一方也永不可能完全退居后台。例如，在传统儒家思想

强调仪式、和谐或集体主义的大背景下，我们还是能听到宋代新儒学强烈而生动的中国式个人

主义或中国式个性的表达。朱熹的“为自己学习”是表达“儒家个人主义，即肯定自我或个人

作为更大的社会整体、生物连续体和道德 /精神共同体的动态中心的重要性”的众多例子中的

一个( de Barry 1977: 332) 。
他们还可以举一个更近的例子来说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修辞的兴起。文化民

族主义修辞旨在恢复本土知识并重建代表着中国话语想象的儒家思想体系，它一方面有效地

代替了近来破灭的意识形态( bankrupt ideologies) ，另一方面取代了各式各样的东方主义。这

种新修辞通过本土知识的发声和重新构建的儒家思想确立了其权威性和原创性。与此同时，

通过反对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教条，力求摆脱对政治和其他激进意识形态的

文化承诺和复兴，它大声而清晰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且明确地传达了自己的独特性。也就

是说，它的目的是要合法化和推进新的思维方式和存在，并构成一个独特的中国话语，既适应

又促进一个崛起和繁荣的新中国。总而言之，文化民族主义修辞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两种声

音: 自己的和他人的。
第三，与阴阳一样，直接与间接、演绎与归纳、逻辑与类比以及自言与借言这些对立术语也

能够创造出它们自己的平衡时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为一系列新的关系和理解做出贡献。因

此，当写作与修辞教师使用这些对立术语来讨论中国和欧美修辞时，他们必须帮助学生寻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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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这些平衡时刻，通过否决它们之间不可逆转的对立差异并承认它们的共创能动性( co-
constitutive agency) 。他们必须帮助学生学会辨别那些话语间隙( discursive interstices) 或中间

时刻 ( moments of in-betweenness) ，以便他们能够真正运用对立统一关系来加深对中国和欧美

修辞实践的理解。
例如，他们可以探寻中国的类比思维是如何嵌入或先行于逻辑思维，或者研究欧美自言行

为与那些通过借言行为或套用仪式话语的修辞实践有何共通之处。同样，他们还应该进一步

探索这些相互依赖的时刻如何变得可能且可取，以及它们如何发挥反作用力来挑战现有的社

会和文化范式或期望，并促进或鼓励新的存在、思考和言语方式。例如，在《论语》中，孔子毫

不掩饰地告诉他的学生，他想成为儒学传统的传承者而不是创新者( 1979: 57 ) 。这种愿望无

疑揭示了他对过去的或失去后才被珍惜的传统的深切敬畏和礼仪化关怀。同时，教师和学生

不应错过任何机会去探索孔子的这种愿望是如何让他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与传统进行交

流，丰富传统，并发展和推进他与传统以及他与门徒之间的新关系。换言之，孔子成功地通过

过去的声音( 可解读为他者的声音) 发表了自己的独特声音。
虽然这些平衡时刻总是不断变化着，但阴阳修辞的确给写作与修辞教师带来了绝佳的机

会。它让教师们现在能够运用这些对立术语来教导中国和欧美的修辞实践，并把它们置于对

立统一而不是等级和对立的范式中。此外，阴阳修辞能够促使他们实践和推动一种不同的话

语秩序，这种新话语秩序既“承认欢迎修辞风格和说服话语的多样性”，又“能够在修辞思维的

实践和表述中同时遵从全球普遍价值观和具体文化价值观”( Lu 1998: 308--309) 。

结论: 推进自我反思

本文提出的这三点教学思考都还很简短有限。然而，它们确实代表了我对发展阴阳修辞

并以此来参与和干预用来描述和解释中国及欧美修辞实践的对立术语所付诸的努力。更确切

地说，我转向中国阴阳思想的动力来源于我希望这些术语能够在其自身的语境中，用自己本土

的术语来被介绍和评估。我想将阴阳修辞和直接与间接、演绎与归纳、逻辑与类比、自言与借

言等对立术语联系起来，并试图用阴阳和它们所传达的思想内涵来重新构建这些术语，以便写

作与修辞教师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和欧美修辞传统，并且让他们能够开始养成一

个不以层级性和极性为标志的，却重视共鸣和相互依赖关系的话语习惯。如此，我希望能对有

关比较修辞以及中国和欧美修辞实践的讨论做出些许贡献。这些努力还将帮助形成“共同的

纽带和认同感，这是凝聚社会或文化 的 粘 合 剂，也 是 帮 助 人 们 实 现 愿 望 和 梦 想 的 基 础”
( Zarefsky 2006: 386) 。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还意识到这篇以阴阳修辞为主题的文章同时也启发了我自身

的研究方法，引导我避免用极化词汇来描述和评估中国和欧美美学修辞实践，而是去发展一个

新的方式来讨论和教授它们。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我约束自身将两种修辞传统本质化

的冲动，还为我们这些写作与修辞教师提供一种反思自身教学实践的批判性思维启示。也就

是说，当教授太平洋任何一岸的学生时，我们现在可以使用阴阳修辞来对我们自己的教育事业

以及给学生的写作阅读实践的反馈进行元评论( meta-commentary) 。例如，我们可以问自己:

我的教学是否受到阴阳修辞的指导和启迪? 它在何种程度上被定于自己的本土语境中进行谈

论? 我对它的解读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我自身所处的环境和持有的主观立场所影响? 我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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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践能否容许我自己开发新的交流探讨术语或概念( terms of engagement) 并思考新的关系

和见解? 我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带领学生理解他们所熟悉的( 可理解为那些旧的对立术语)

和陌生的( 可解读为那些新兴的探讨术语) 术语? 如何让他们所熟知的变为陌生的，而让陌生

的变为熟知的? 或者更理想地，如何把陌生—熟悉的关系从对立转变为相互依存? 举些具体

例子，我们怎样才能让( 我们较熟知的) 孔子和他的《论语》或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论修辞》变

得更加陌生? 又该怎样使( 我们较陌生的) 中国古代的政见文( policy essays) 或古代近东的女

性哀歌 ( lamentations ) 变 得 更 加 熟 悉? 再 者，我 们 要 如 何 让 八 股 文 或 演 讲 文 ( epideictic
speech) 变得陌生，而让中国当代作品变得更为人所熟知? 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将课堂内外

所涉及的讨论内容提升到更高且更有活力的水平上，使学生可以通过对立统一关系来全新地

了解中国和欧美的修辞实践，并使塑造自我与他人之间共同纽带的前景变得更加明朗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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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350 年的有关自然的描绘中的使用为“既是‘事物中促成事情发生的物质( what makes things happen
in stuff) ’又是( 取决于上下文) ‘促成事情发生的物质( stuff that makes things happen) ’或是‘发生事情的

物质’( stuff in which things happen) ”( 47) 。欲了解更多关于气的丰富含义，请参阅 Sivin( 46-53) 以及 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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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Yin-Yang Ｒhetoric: From Harmony and
Ｒeciprocity to Coexistence-in-Difference

Mao Luming

Abstract: By turning to yin-yang rhetoric，and by drawing on examples from Chinese rhetorical practices，
this essay reconfigures terms of opposites and challenges their imbedded hierarchical polarity and value judgments．
It argues that terms of opposites should be constructed as conveying and promoting a relationship of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connectivity and that interdependence-in-difference should serve as the prevailing modus operandi for
studying Chinese and Euro-American rhetorical practices and for engaging them in the writing and rhetoric
classrooms．

Keywords: polarity，terms of opposites，yin-yang rhetoric，independence-in-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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